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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

    腐败究竟是经济发展的“沙子”，还是“润滑剂”？经济学家对

此并未达成一致意见，因为两种相反的结果都得到了经验研究的支

持。为了考察腐败对中国企业效率的影响，我们使用 1999－2007 年

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中国省级层面

的腐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（TFP）的影响。与现有研究不同，我们

发现，总体上腐败与企业 TFP 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单调关系。腐败既

不是对所有企业都不利的“沙子”，也不是对所有企业都有利的“润

滑剂”，而是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影响。我们的主要结论是：

第一，腐败对国有控股企业的 TFP 没有影响，对私人控股企业的 TFP

只有正效应，这可能是因为腐败有利于私人控股企业避开管制；第二，

腐败对那些固定资产比例更高的企业具有更大的负效应；第三，腐败

对那些中间产品结构比较复杂的行业具有更大的负效应。第二和第三

点说明，腐败对那些创新型和高技术企业尤其有害。本文的研究表明：

要遏制腐败，首先必须减少政府管制，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；其次，

只有遏制腐败，才能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。 

 

关键词：腐败、生产率、企业、微观数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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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导论 

中共十八大之后，反腐败成为万众瞩目的社会热点。事实上，腐

败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，并且已经成为困扰各国政府治理的顽症。经

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和联合国都缔结了有几十个国家参加的

反腐败公约，世界银行还成立了专门的反腐败机构。在经济学研究中，

腐败一般是指政治腐败或官员腐败，即政府官员“为了私人利益滥用

公共权力”（Svensson，2005，p20）。关于腐败的经济学研究包括两

大类。第一类文献研究腐败发生的原因，包括官员工资、教育水平、

政府规模、政府管制、财政分权和族群差异等因素。第二类文献研究

腐败产生的后果，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主题。关于腐败对经济效率的影

响，经济学家们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。第一种观点认为腐败是

“沙子”，或者“掠夺之手”，会扭曲资源配置，阻碍长期经济增长（如

Mauro，1995）；第二种观点认为腐败是“润滑剂”，或者“帮助之手”，

有助于企业规避无效率的政府管制，从而会提高经济效率（如 Lui，

1989）。 

腐败究竟是“沙子”还是“润滑剂”？为了精确地考察腐败对企业

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，近年来一些学者使用了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

来检验上述两种相反的观点，因为宏观数据无法考察腐败对企业的影

响 。 他 们 发 现 ， 腐 败 不 能 帮 助 企 业 减 少 应 对 官 僚 程 序 的 时 间

（Kaufmann 和 Wei，1999），并且腐败阻碍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（De 

Rosa 等，2010）。尽管大多数经验研究都支持了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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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主流观点，但是否定“润滑剂”假说的经验研究仍然存在一些明显

的缺陷。第一，上述经验研究通常使用跨国企业数据，从而难以反映

腐败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不同影响。很明显，发展中国

家有更多的政府管制，这些管制很多是无效率的（例如行政垄断），

因此一定程度的腐败可能有助于企业避开这些无效率的管制。然而，

这种腐败的正效应可能会在跨国回归中被来自发达国家的腐败负效

应所抵消。第二，现有的企业数据基本上都是横截面数据，在计量经

济学上横截面数据无法消除由于企业固定特征带来的估计偏差，并且

不利于研究者考察腐败对企业效率的动态影响。第三，现有研究难以

解释中国的“腐败与增长之谜”。一方面，中国的腐败程度比较严重，

在透明国际的“腐败感受指数”（CPI）2012 年排行榜上处于第 80 名，

得到 39 分，其清廉水平在 174 个国家中属于中下游水平。1 另一方

面，中国又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平均每

年 GDP 增长率大约为 10%。现有的研究难以解释中国的高增长和高

腐败共存之谜。 

为了深入考察腐败和企业效率的关系，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

据库和《中国检察年鉴》，构造了包含省级地区腐败水平和企业全要

素生产率水平的 1999－2007 年面板数据。以各省每万名公职人员的

贪污贿赂立案数衡量腐败程度，以 OP 方法（Olley 和 Pakes，1996）

计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，我们发现了如下结果。第一，总体上腐败

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确定关系。腐败既不是对所有企业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据透明国际的规则，所有国家的得分介于 0 分（最腐败）和 100 分（最清廉）之间。

2012 年 CPI 排行榜链接为 http://cpi.transparency.org/cpi2012/results/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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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利的“沙子”，也不是对所有企业都有利的“润滑剂”，而是对不同类

型的企业有不同的影响。第二，我们从三类特征上揭示了腐败对不同

企业的生产率的影响：腐败对国有控股企业的生产率没有影响，对私

人控股企业的生产率只有正效应，这是因为私人控股企业需要通过腐

败规避管制；腐败对那些固定资产比例更高的企业具有更大的负效

应；腐败对那些中间产品结构比较复杂的行业具有更大的负效应。 

本文是第一篇考察中国省级地区腐败程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

的文章。我们使用的数据具有明显的优势，可以避开现有经验研究的

局限性。首先，我们的样本是企业级面板数据，包括了将近 170 万个

观测值，不仅可以控制不可观测的企业固定效应，从而得到参数的一

致估计量，而且可以提高估计效率；其次，我们的样本时间长达 9 年，

可以从动态的角度考察腐败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，并控制时间的变

化；再次，我们聚焦于中国省级层面的腐败程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，

可以消除国别因素（如文化）的干扰。 

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解开中国的“腐败与增长之谜”。对腐败影响生

产率的渠道的分析表明，腐败客观上为非国有企业绕开一些无效率的

政府管制提供了便利，这可能是中国非国有部门高速增长原因之一。

有趣的是，我们发现，面对相同的地区腐败水平，不同类型的企业具

有不同的腐败“免疫力”。从所有制的角度讲，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腐

败免疫力，基本上不受腐败的影响；集体企业对一定程度的腐败具有

免疫力，但是更多的腐败会给集体企业带来不利影响；私人控股企业

在某种程度上“欢迎”腐败，因为能够从中获利。此外，固定资产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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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高和中间产品结构更复杂的企业更加缺乏免疫力。这说明，只有具

体地讨论腐败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不同影响渠道，才能准确揭示腐败与

经济效率的关系。 

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：第二部分介绍关于腐败的理论逻辑和计

量方程；第三部分描述本文的数据和指标设计；第四部分提供计量分

析的主要结果和稳健性检验；最后是结论。 
 

二、理论分析与计量模型 

我们的目的是，用企业数据检验关于腐败和企业效率的两种相反

观点。 

第一种观点认为，腐败扭曲了资源配置，会阻碍企业生产率的提

高。Mauro（1995）最早利用跨国横截面数据对腐败和经济增长的关

系进行经验检验。利用 1980－1983 年的 68 个国家的有关数据，Mauro

发现腐败降低了投资，进而降低了经济增长。此后的文献更具体地刻

画了腐败影响企业效率的多种机制：（1）Murphy 等（1991）认为，

如果腐败（或寻租）带来的报酬更高2，那么最优秀的人才就会去从

事寻租活动，而不是去办企业或者进行技术创新，这会扭曲人才配置，

降低经济增长率。他们使用 1970-1985 年 91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数据，

以大学里工程师专业和律师专业的学生比例分别作为生产活动和寻

租活动的代理变量，结果发现寻租显著地降低了经济增长率。（2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腐败或寻租的回报比生产活动更高的原因至少有两个：第一，寻租活动本身是报酬递

增的，因为它有一定的固定成本，寻租活动会相互强化，而且还存在“法不责众”的问题

（Murphy 等，1993）；第二，腐败的非法性和保密要求使得它比类似活动（如征税）带来更

多扭曲（Shleifer and Vishny，1993）。 



 
 

	
   9	
  	
  

Djankov 等（2002）通过调查全世界 85 个国家在创办企业方面的管

制程度，发现更严格的管制和更严重的腐败相伴随，因此这意味着腐

败会阻碍新企业的进入，保护那些低效率的在位企业。（3）Claessens

和 Laeven（2003）分析了腐败和企业资产配置的关系。他们认为，

腐败会导致更弱的产权保护，这迫使企业进行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。

因为相对于无形资产（专利、商标和客户名单等），固定资产（例如

建筑物和机器）的投资回报更容易避免被侵权。因此，腐败扭曲了企

业的资产配置，降低了企业进行知识创新的动力，阻碍了企业成长。

他们用 1980－1989 年 45 个国家（不含中国）的国家和产业层面的数

据，发现腐败程度的减少（或产权保护程度提高）能够显著地通过资

产配置提高企业的成长率。类似地，Smarzynska 和 Wei（2000）也发

现一个地区的腐败会减少企业在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，这使得 FDI

企业更多地选择合资而非独资。 

相反，第二种观点认为，腐败能够优化资源配置，有利于企业提

高效率。（1）腐败有助于高效率企业获取稀缺资源。Lui（1985）建

立了一个排队模型（queuing model），假设高效率企业更有能力购买

低效率的官僚程序。因此，以贿赂数额为基础来颁发执照或合同就能

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。通俗地说，腐败相当于一种拍卖机制，

可以将稀缺资源配置给那些能够承受更高贿赂水平的高效率企业。

（2）企业通过贿赂的方式可以避开某些无效率的管制，从而在短缺

情形下增加产出（Levy，2007）。（3）腐败相当于为官员提供了一种

隐性补贴，会增加官员的努力水平。Egger 和 Winner（2005）认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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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腐败给企业带来的便利和给官员带来的好处超过了给企业带来

的成本，那么腐败有可能成为“帮助之手”，而不是“攫取之手”。使

用 1995－1999 年的 73 个国家的数据，Egger 和 Winner 发现，无论是

短期内还是长期内，腐败和 FDI（外国直接投资）之间都存在正相关

关系。3 

除了腐败，还有许多企业特征、行业特征以及时间会影响企业的

效率。衡量企业效率的主要指标是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（TFP），它

刻画了技术进步带来的投入－产出变化。目前，人们对于企业 TFP

的影响因素有了比较完善的研究。4 根据现有文献（如 Keller 和

Yeaple，2009）和研究目的，我们在回归分析中控制了以下变量：（1）

研发，它会通过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来影响企业的效率；（2）资本化

程度（Capital utilization），它会影响企业对技术的采纳，同时反映了

企业所在行业的进入壁垒；（3）市场结构，因为企业所在行业的市场

竞争程度决定了企业的市场势力和利润边际；（4）FDI 的外溢效应，

因为现有文献通常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，会促

进所在行业或地区企业的平均 TFP；（5）出口，因为企业开辟海外市

场带来的学习效应和承受出口固定成本的能力会影响到 TFP；（6）企

业年龄，因为企业的年龄反映了其历史负担或市场声誉。 

为了考察腐败以及其它因素对企业 TFP 的影响，我们的基本计

量回归模型设定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类似的观点参见 Leff（1964）和 Huntington（1968）。 
4 衡量生产率的另一个指标是人均产出，但是它会受到资本－劳动比例的影响，因此无

法准确地体现纯粹的技术进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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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1 2 3( )ipt i t pt pt ipt iptTFP Corr Corr Xα γ β β β ε= + + + + +                （1） 

在模型（1）中，TFP 表示 t 年度 p 省第 i 个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，

iα 和 tγ 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， ptCorr 表示 t 年度 p 省的腐败程

度，X 表示反映企业自身特征或所在行业特征的控制变量（例如，所

有制、出口和市场结构），ε 表示噪音。我们在模型（1）中加入了腐

败的二次项，这样不仅可以度量腐败对于企业 TFP 的平均效应，而

且可以度量腐败对于 TFP 的边际效应。如果腐败阻碍了企业生产率，

那么系数 1β 的符号应该为正；反之，如果腐败提高了企业生产率，那

么 1β 的符号应该为负； 2β 的符号则反映了腐败影响是边际递增的还是

边际递减的。 

除了考察腐败对企业生产率的一般影响，我们还要进一步识别腐

败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具体机制。为此，我们构造了计量回归模型（2）。

其中，交叉项 pt iptCorr X∗ 的系数 4β 捕捉了腐败伴随某种企业或行业特

征对企业 TFP 产生的边际影响。 

2
1 2 3 4( )ipt i t pt pt ipt pt ipt iptTFP Corr Corr X Corr Xα γ β β β β ε= + + + + + ∗ +     （2） 

 

三、数据描述和指标设计 

（一）数据来源  

我们使用的主要数据来自 1999－2007 年“中国工业企业数据

库”。该数据库由中国国家统计局收集，包括了全部国有工业企业以

及销售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。2007 年有 30 多万家企

业，其中制造业企业占 90%以上。该数据库包括了企业的基本情况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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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，企业名称、登记类型、所在行业和地区）和企业的财务数据（例

如，主营业务收入、利润和固定资产），是目前可获得的最大的企业

级数据库。5 不可忽视的是，正如聂辉华等（2012）所指出的，中国

工业企业数据库存在样本错配、指标缺失、指标异常、样本选择和测

度误差等问题。按照多数学者整理该数据库的惯例，我们进行了一些

基本的处理，包括：根据企业名称和法人代码进行手工匹配，构造了

1999－2007 年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；剔除了关键指标（如销售额、

总资产或职工人数）缺失或者违背会计原则（如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

净值）的异常观测值；剔除了职工人数少于 10 人的企业，因为它们

的财务制度很可能不健全。经过上述处理之后，我们构建了 1999－

2007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库，包括 9 年 48 万家企业的将近 170 万

个观测值。 

为了衡量中国省级地区的腐败程度，我们使用了历年的《中国检

察年鉴》，它包括了各省检察工作报告，特别报告了各省贪污和挪用

公款的立案数量或涉案人数。此外，我们还使用了历年的《中国统计

年鉴》。 

（二）指标设计  

全要素生产率  

在我们的回归方程中，因变量是衡量生产率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

（TFP）。考虑到目前只有 OP 方法同时解决了联立性问题和样本选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聂辉华等（2012）对该数据库的基本情况和使用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，并提供了数

据整理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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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，并且国际产业组织的主流文献都使用 OP 方法（例如，Bartelsman

和 Doms，2000；Syverson，2010），我们采取 OP 方法来估计企业的

TFP。6 

为了计算 TFP，我们用销售额（即主营业务收入）衡量产出，用

职工人数衡量劳动，用企业报告的中间投入值表示中间投入，用固定

资产净值衡量资本，根据永续盘存法计算投资，即 1(1 )it it itI K Kδ −= − − ，

其中折旧率δ 设为 15%（Abraham 等，2010）7。然后，我们采用各省

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销售额和中间投入进行价格平减，采用各省固

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资本进行价格平减。我们也用索洛残差法计算

了 TFP，发现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高度相关。 

腐败  

我们的主要解释变量是腐败程度。首先必须承认，准确地度量腐

败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，因为腐败本身是隐蔽的、非法的（Banerjee

等，2013）。我们用“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”（Corr）来

衡量一个地区的腐败程度，这与现有文献的做法是类似的。例如，

Goel 和 Daniel（1989）、Fisman 和 Gatti（2002）、Adsera 等（2003）、

Glaeser 和 Saks（2006）等人都使用美国各州公务员中被判定腐败罪

的人数占全州人数或全州公务员的比例来衡量各州的腐败程度。在国

内文献中，吴一平（2008）、周黎安和陶婧（2009）、范子英（2010）

都使用了该数据集。8 事实上，这也是国内目前唯一可获得的省级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聂辉华和贾瑞雪（2011）介绍了三种 TFP 估计方法的优劣和用 OP 方法计算 TFP 的过

程。附录提供了关于 TFP 计算的简单介绍。 
7 一些文献使用 5%或 10%的折旧率。使用不同的折旧率，不会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。 
8 由于涉案人数这一变量缺失太多，国内学者都用立案数量替代涉案人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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败面板数据集。 

使用“每万名公职人员贪污立案数”度量各省腐败程度时，会面

临一些经常被质疑的问题。质疑之一是，该指标只反映了暴露出来的

腐败案件数，而在那些更加腐败的地区，暴露出来的腐败案件数反而

更少。我们不否认存在一定程度的测度误差，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各省

的反腐败力度存在明显的、持续多年的差别。因为各省检察机关属于

地方和中央双重领导，并以中央垂直领导为主。质疑之二是，该指标

反映了反腐败的力度，而不是腐败的程度。例如，张军等（2007）就

将该指标解读为各省反腐败程度。我们有两个理由认为该指标反映的

是腐败程度。第一，如果立案数反映了反腐败力度，那么一个合理的

结果应该是，用于反腐败的公、检、法、司支出应该与立案数量正相

关。实际上，Nie 和 Jia（2011）发现，各省人均司法支出和人均腐败

立案数是负相关的。第二，Nie 和 Jia（2011）将 2006 年的每万名公

职人员腐败立案数和世界银行于 2006 年在中国各地区评估的契约实

施（enforcing contract）水平进行比较，后者以商业诉讼的相对成本

衡量，成本越高表明契约实施水平越低。他们发现，各省腐败程度和

诉讼成本正相关，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的腐败测度指标的可靠

性。 

控制变量  

我们的控制变量包括了企业、行业特征和年份。首先，我们考虑

了企业的研发投入，以每个企业的 R&D 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衡量研

发密集度（Rdint）。其次，我们计算了每个企业的资本化程度（K_L），



 
 

	
   15	
  	
  

以人均固定资产（千元）衡量，它反映了企业对技术的吸纳能力和部

分行业特征。再次，我们控制了市场竞争程度，以企业所在的三位数

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（HHI）衡量。类似地，我们还计算了三位数行

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（FDI）占全行业的市场份额。此外，如果某

企业在某年有出口，就赋予虚拟变量 Export＝1，否则 Export＝0。最

后，我们控制了企业的实际年龄和全部的年份哑变量。 

（三）描述性统计  

表 1 提供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。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，

1999、2000 年和 2004 年缺乏研发变量。除了腐败程度（Corr）为省

级地区变量，其余变量均为企业级变量。表 1 显示，在 1999－2007

年，中国省级地区的腐败程度有较大的标准差，能够刻画地区制度质

量的差异。在我们的制造业企业样本中，大约五分之一的企业有出口，

大约五分之一的企业有外资背景，企业平均年龄大约为十年。从 HHI

均值上看，绝大多数行业竞争比较激烈。 

 

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

名称 定义 观测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
TFP 全要素生产率 1691716 1.793 0.463 0.550 5.572 
Corr 地区腐败程度 279 4.283 1.378 1.137 10.182 
Rdint 研发密集度 1217966 0.002 0.011 0 0.497 
K_L 资本化程度 1691716 71.051 93.838 1 731.263 
HHI 市场竞争程度 1691716 0.009 0.014 0.001 1 
FDI 外资外溢效应 1691716 0.239 0.155 0 0.940 
Export 出口哑变量 1585615 0.282 0.450 0 1 
Age 年龄 1690673 10.479 10.234 1 5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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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计量结果 

（一）腐败与 TFP 

为了获得腐败与企业 TFP 的初步印象，我们先从全样本入手。

由于我们的数据集是 1999－2007 年企业级面板数据，因此我们根据

计量回归方程（1），主要采取固定效应（FE）方法进行回归，并且

所有系数估计的标准误是异方差和自相关稳健的。在表 2 第 1 列，我

们首先只考虑腐败和 TFP 的关系，发现腐败的一次性项系数在 1%的

水平上显著为正，腐败的二次项系数在 5%的水平上显著为负，即总

体上腐败与企业 TFP 之间是一种倒 U 型曲线关系。直观地说，一定

程度的腐败对企业 TFP 有正效应，但更高程度的腐败则对企业 TFP

有负效应。在第 2 列中，我们将所有控制变量加入，发现腐败的一次

项和二次项系数的绝对值都变大了，但符号仍然分别显著为正和负。

作为对比，我们在第 3 列报告了混合 OLS 回归的结果，发现腐败的

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系数符号仍然不变。这一发现与现有文献截然不

同，现有文献或者发现腐败对企业 TFP 有负效应（如 De Rosa 等，

2010），或者发现腐败有利于企业增加产出（如 Levy，2007）。而我

们的分析表明，腐败与经济效率（TFP）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线性

关系，而是一种非线性关系。我们将在下一节分析这种非线性关系的

内在机制。 

除了关键解释变量腐败程度，控制变量的符号也基本上符合理论

预期。在第 2 列的 FE 回归结果中，研发密集度（Rdint）的系数显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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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负，表明研发投入并未有效提高企业 TFP。因为很多企业，特别是

国有企业，投入研发资金并非完全为了研究新产品，而是为了获得税

收奖励（聂辉华等，2008）。9 企业的资本化程度（K_L）系数显著为

负，可能是因为人均固定资产较高的行业都是重工业，例如钢铁、汽

车和石化行业，这类企业历史包袱较重，或者违背了发展中国家的比

较优势原则，因此企业效率不高。市场竞争程度（HHI）的系数显著

为正，说明企业的市场势力越大，企业的效率越高，这一定程度上印

证了“熊彼特假说”（Schumpeter，1942）。我们没有发现 FDI 对所在

行业的企业 TFP 有正面的溢出效应，这可能是因为 FDI 企业的技术

效应已经体现在本企业内部，或者其对内资企业的竞争效应超过了溢

出效应（亓朋等，2008）。出口与 TFP 的关系不显著，这与现有文献

的发现是一致的（例如，李春顶，2010）。一个可能的解释是，中国

的出口贸易很多是“三来一补”形式，由劳动密集型企业参与，因此

其 TFP 并不显著高于其他非出口企业。企业的年龄系数为负，这非

常符合直觉，因为通常年龄越大，企业的历史负担越重，所以效率越

低。 

考虑到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 1999、2000 年和 2004 年缺乏研发变

量，我们在后面的回归中不再控制研发密集度。又考虑到企业上年的

TFP 会影响当年的 TFP，我们此后将 TFP 的滞后项作为控制变量。

根据 Woodridge（2002），在固定效应回归中加入因变量的滞后项会

产生 1/T 阶的偏差。本文使用的面板数据长达 9 年，因此偏差可以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1999 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《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管理办法》，规定国有和集体

企业的研发费用如果比上年增加 10％，那么当年研发费用的 50％可以抵扣企业所得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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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不计。10 表 2 第 4 列控制了企业 TFP 的滞后项，没有控制研发密

集度，结果与第 2 列类似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考虑了加入研发密集度或去掉 TFP 滞后项的回归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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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腐败与 TFP 

 因变量：企业 TFP 
自变量 （1）FE （2）FE （3）OLS （4）FE 
Corr 0.016*** 

(0.003) 
0.034*** 
(0.004) 

0.020*** 
(0.002) 

0.018*** 
(0.004) 

Corr2 -0.001** 
(0.0003) 

-0.002*** 
(0.0004) 

-0.005*** 
(0.0002) 

-0.001*** 
(0.0003) 

L_TFP    -0.038*** 
(0.002) 

Rdint  -0.703*** 
(0.073) 

0.990*** 
(0.058) 

 

K_L  -0.178*** 
(0.010) 

-0.198*** 
(0.005) 

-0.155*** 
(0.011) 

HHI  0.164** 
(0.068) 

0.373*** 
(0.041) 

0.141** 
(0.061) 

FDI  -0.003 
(0.009) 

0.079*** 
(0.003) 

0.004 
(0.008) 

Export  -0.001 
(0.002) 

0.005*** 
(0.001) 

-0.002 
(0.002) 

Age  -0.001*** 
(0.0001) 

-0.003*** 
(0.00004) 

-0.0006*** 
(0.0001) 

R2 0.023 0.024 0.018 0.022 
N 1691716 1217080 1217080 1163047 

注：小括号内为异方差和自相关稳健标准误；***、**和*分别表示 1%、5%和 10%的显

著水平；所有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均控制了年份哑变量；此后的表格与此类似。 
 

（二）企业特征 1：所有制  

为什么一定程度的腐败看上去对企业反而有利？腐败是否对某

些企业不利？从直觉上讲，在一个腐败的商业环境下，一些企业通过

贿赂政府官员，可以获得更多项目、绕开管制、提高价格或者降低成

本，这对其它企业是不公平的。因此，在逻辑上，腐败不可能对所有

企业同样有利，或者同样不利，腐败对企业的影响一定是选择性的。

这正是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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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接下来从三类特征上分析腐败影响企业 TFP 的渠道。我们

首先考虑企业的所有制类型，这是中国企业的根本特征之一。我们根

据企业的实收资本控股方，将所有制造业企业分为国有控股企业、集

体控股企业、私人控股企业、法人控股企业11和外资控股企业（含港

澳台控股企业）五种类型（虚拟变量）。作为一种制度质量，腐败反

映了政府对企业的纵向产权保护程度，不同于企业之间的横向缔约实

施程度（Acemoglu 和 Johnson，2005）。因此，若不同类型的企业与

政府的关系不同，那么受到腐败影响的程度和机制也会不同。表 3 的

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证实了我们的预测。在五类企业中，地区腐败程度

对国有、法人和外资控股企业的 TFP 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，对集体

控股企业的 TFP 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正效应和负效应，对私人控股企

业只有正效应。结合前面对全样本的分析，我们可以推测，地区腐败

和企业 TFP 之间的倒 U 型曲线关系主要是由集体企业驱动的。从统

计学角度来讲，集体控股企业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：倒 U 型曲线

的“拐点”大约在地区腐败水平等于 5.05 时，即每万名公职人员贪

污立案数大约为 5 件。超过这一临界值的地区腐败程度将会对企业产

生纯粹的负效应。在我们的样本中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省份超过了这

一临界值（即倒 U 型曲线的右边），这些“过度腐败”的省份主要是

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、河南、广西、四川和贵州等地区。

最后，我们以计量方程（2）为基础，在控制变量中增加了所有制虚

拟变量，以及各种所有制与腐败的交叉项，并以国企作为参照组进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根据统计局和工商局的相关政策，这里的“法人控股企业”是指控股方的注册资本来

自法人机构（包括公司和事业单位），而不是指企业性质为法人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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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效应回归，得到了类似的结果（限于篇幅，在此略去）。 

 

表 3 腐败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 TFP 

 因变量：企业 TFP 
自变量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私人企业 法人企业 外资企业 
Corr 0.019 

(0.019) 
0.055*** 
(0.017) 

0.015** 
(0.006) 

0.004 
(0.011) 

-0.001 
(0.010) 

Corr2 -0.002 
(0.002) 

-0.005*** 
(0.002) 

-0.001 
(0.001) 

0.0001 
(0.001) 

0.001 
(0.001) 

L_TFP -0.045*** 
(0.009) 

-0.040*** 
(0.009) 

-0.083*** 
(0.004) 

-0.079*** 
(0.006) 

-0.030*** 
(0.005) 

K_L 0.080 
(0.050) 

-0.116** 
(0.050) 

-0.213*** 
(0.018) 

-0.127*** 
(0.027) 

-0.151*** 
(0.026) 

HHI 0.296 
(0.214) 

0.069 
(0.192) 

-0.014 
(0.097) 

0.267 
(0.186) 

0.237 
(0.161) 

FDI 0.078* 
(0.041) 

-0.006 
(0.031) 

-0.018 
(0.014) 

-0.029 
(0.026) 

0.017 
(0.018) 

Export 0.001 
(0.011) 

-0.004 
(0.009) 

-0.003 
(0.003) 

0.001 
(0.006) 

-0.00002 
(0.005) 

Age 0.0002 
(0.0004) 

-0.0002 
(0.0004) 

-0.001*** 
(0.0002) 

-0.0005 
(0.0004) 

0.001 
(0.001) 

R2 0.017 0.020 0.028 0.022 0.019 
N 90504 125009 496277 272061 188325 

 

接下来，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：为什么相对而言国企不能

从腐败中受益，而私企能够受益？我们推测，腐败对不同所有制企业

产生不同影响的机制之一是管制（regulation）。中国是一个经济转型

国家，政府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中心的作用，因此中国经

济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管制型经济。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差别之一，就

体现在管制政策下企业所能够享受到的政策优惠程度，而政府通常根

据所有制和规模两个标准对企业实行差别政策。以企业贷款为例，现

有研究已经表明，国有银行对企业放贷存在明显的“所有制歧视”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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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规模歧视”，而且规模歧视比所有制歧视更明显（张捷、王霄，2002）。

如果以资产来衡量企业规模，国有、集体、私人、法人和外资控股企

业的平均资产分别为 1.627 亿元、3668 万元、3082 万元、7213 万元

和 9132 万元。国企的控股股东是政府，拥有天然的身份优势，并且

平均规模最大。在产业管制政策下，国企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（如游

说）影响政府政策，使得其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优先保证，不需要通过

非法的腐败方式去获取优惠政策。因此，表现在计量回归结果上，地

区腐败程度对国企的 TFP 没有影响。12 相对而言，私人控股企业在

所有制身份上最为弱势，平均规模也最小，因此更可能通过腐败的方

式去规避产业管制。给定中央部门制定的管制政策与私企的贿赂水平

无关，私企通过贿赂可以获得额外收益，这表现为腐败对私企产生了

正效应。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腐败可以成为“润滑剂”的观

点（Lui，1985）。 

Jiang 和 Nie（2013）利用中国进出口政策的变迁作为“自然实验”，

验证了腐败和管制之间的关系。2004 年之前，规模较小的私人企业

很难获得出口许可证，因此它们倾向于通过腐败来获取出口许可证。

2004 年之后，出口管制法规被废除。他们的研究表明，国企并未因

腐败和出口管制中获益，但有出口业务的私企在 2004 年之前却因腐

败而获益。 

我们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：腐败对集体控股企业和私人控股企

业都有正效应，但为什么更高程度的腐败会对集体控股企业产生负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 由于我们采取省级地区腐败程度作为腐败的代理指标，不能排除一些国企（特别是央

企）通过中央部委从事腐败或寻租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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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，而对私人控股企业只产生正效应？这与集体和私人控股企业各自

的腐败渠道有关。对于私人控股企业来说，腐败类似于一种市场交易，

即通过向官员支付贿赂换取规避管制的利益。愿意支付贿赂的私人控

股企业肯定认为贿赂的成本小于收益，否则私人控股企业可以选择不

贿赂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腐败只会给私人控股企业带来正效应。但集体

控股企业的腐败方式不同，它们的优势是具有基层政府或集体组织背

景，与官方的关系比私人控股企业更紧密。另外，相对于私人控股企

业，集体控股企业对政府官员直接支付金钱贿赂的成本更高。因此，

集体控股企业会倾向于利用政府干预规避管制或获取额外利益（例如

降低原材料和资本的成本），这种腐败方式带来的后果就是政府对集

体控股企业本身的控制更加紧密，从而导致了较高的代理成本（Lu

等，2010），因此更高程度的腐败会反过来降低企业的效率。换言之，

私人控股企业的腐败更有弹性，而集体控股企业的腐败更缺乏弹性。

我们发现的这个有趣结论也验证了 Shleifer 和 Vishny（1994）对官员

和企业关系的分析。他们认为，如果腐败以金钱贿赂的方式发生，那

么企业是公有还是私有是不重要的，这类似于局部均衡中的科斯定

理。但如果腐败不能以金钱贿赂的方式发生，那么官员控制的企业（集

体控股企业）会倾向于雇佣更多的冗员，而经理控制的企业（私人控

股企业）会倾向于获取更高的政府补贴。显然，前一种腐败方式对企

业的效率伤害更大。这再次说明，不同类型的企业对于腐败的免疫力

是不同的。如果忽视企业之间的差别和腐败对企业的具体影响机制，

就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和政策含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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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企业特征 2：固定资产比例  

除了与政治关联有关的所有制，腐败还会通过其它特征影响企业

TFP。接下来，我们分析腐败通过企业资产配置对各种所有制企业产

生的影响。Claessens 和 Laeven（2003）发现，企业之间的横向契约

实施水平（以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衡量）会影响到企业在固定资产和无

形资产之间的配置。因为企业在与对手竞争过程中，其专利、商标和

版权等无形资产比厂房、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更加难以保护，所以在

那些契约实施水平较低的国家，有更高无形资产比例的企业增长速度

更慢。但 Claessens 和 Laeven（2003）没有分析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纵

向产权保护水平。我们认为，与横向的契约实施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相

反，纵向的产权保护（腐败程度）对那些固定资产比例更高的企业伤

害更大。因为面对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官员的管制、掠夺或盘剥，企业

要隐藏固定资产比隐藏无形资产更加困难，而固定资产又往往是课税

和摊派的主要标准。这意味着，高固定资产比例的企业对腐败的免疫

力更弱。 

我们以固定资产净值占总资产的比例（Aratio）衡量固定资产密

集度，并将固定资产密集度与腐败的交叉项（Cor_aratio）放入回归

方程（2），同时加入了之前的所有控制变量。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如

表 4 第 1 列，交叉项 Cor_aratio 的系数在 1%的水平上显著为负，说

明给定其它条件不变，企业的固定资产密集度越高，腐败对这类企业

的负效应就越大。我们的这一发现与 Claessens 和 Laeven（2003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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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是互补的，从而丰富了人们对于制度质量在不同维度上影响企业

行为和绩效的完整理解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，私人

控股企业和法人控股企业在高固定资产比例样本中比重最高，而国有

企业的比重并不高。13 
 

表 4 腐败、资产配置与中间产品结构 

自变量 因变量：企业 TFP 
Corr 0.024*** 

(0.004) 
0.036*** 
(0.006) 

0.036*** 
(0.006) 

Corr2 -0.001*** 
(0.0004) 

-0.002*** 
(0.001) 

-0.002*** 
(0.0004) 

Cor_aratio -0.019*** 
(0.006) 

 -0.014*** 
(0.005) 

Cor_comp  -0.003* 
(0.002) 

-0.003* 
(0.002) 

Aratio -0.120** 
(0.055) 

 -0.188*** 
(0.038) 

Comp  0.023 
(0.015) 

0.013 
(0.013) 

Export    

 

（四）企业特征 3：中间产品结构  

自科斯（Coase，1937）以来，人们认识到企业和市场是配置资

源的两种方式。如果市场的交易费用更高，企业就会自己生产中间产

品（原材料或零部件）；反之，则从市场上采购中间产品。腐败作为

一种制度质量，衡量了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。因此，一个地区越是腐

败，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就越高，企业就越是可能自己生产中间产品。

这意味着，如果一个行业的中间产品结构越是复杂，腐败对该行业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当我们用同样的方程仅对国企样本回归时，发现腐败、腐败和固定资产比例的交叉项

都不显著，这与表 3 第 1 列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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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率带来的损害就越大，因为处于该行业的企业相对于那些中间产品

较少的企业来说对腐败更加缺乏免疫力。 

为了检验腐败对中间产品结构带来的边际效应，我们借用了

Cowan 和 Neut（2007）计算的中间产品“复杂度”指标。他们以美

国制造业的投入－产出表为基准，计算了所有 ISIC 三位数行业的中

间产品复杂度。由于一个行业的生产技术和价值链在各个国家都是类

似的14，因此我们可以将 ISIC 行业分类表与中国的《国民经济行业分

类（GB/T4754-2002）》进行匹配，得到中国制造业 28 个两位数行业

的中间产品复杂度。然后，我们在回归方程（2）中加入腐败和中间

产品复杂度（Comp）的交叉项（Corr_comp），同时加入之前的所有

控制变量，进行固定效应回归。表 4 第 2 列的回归结果表明，交叉项

Corr_comp 的系数显著为负，即腐败对那些中间产品结构更复杂的行

业带来的负效应更大。这意味着，尽管企业和市场是两种相互替代的

生产方式，但是这种替代性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。 

（五）稳健性检验  

为了消除在面板数据回归中因变量滞后项带来的潜在偏差，我们

在去掉因变量滞后项之后对所有主要结果进行固定效应回归，发现结

果非常类似。在表 4 第 3 列，我们同时加入了固定资产与腐败的交叉

项、中间产品复杂度与腐败的交叉项。结果表明，腐败的一次项、二

次项，以及两个交叉项的系数依然显著，与前面的结果完全一致。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 Cowan 和 Neut（2007）同样将这一指标应用于 75 个国家（含中国）的跨国比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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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将研发密集度加入回归方程后，主要结果依然成立。此外，当我

们使用腐败的滞后项作为关键解释变量以便消除可能存在的因果互

逆效应时，主要结果依然成立。这说明，本文的主要结果是非常稳健

的。 
 

五、结论 

人们早已认识到制度会影响企业的行为和经济绩效。腐败程度是

衡量制度质量的主要指标之一，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率。本文首次使

用中国地区层面的腐败数据和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，检验了腐败对企

业 TFP 的影响。我们发现，腐败和企业 TFP 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关系，

不同所有制的企业、不同固定资产比例的企业以及中间产品复杂度不

同的企业，对腐败具有不同的免疫力，受到腐败影响的程度和方向都

是不同的。总体上，更多管制伴随着更多腐败，并且腐败对那些创新

型和高技术企业尤其有害。本文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，这表明：

要遏制腐败，首先必须减少政府管制，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；其次，

只有遏制腐败，才能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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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 

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15 

目前关于 TFP 的估计方法可以分为三种：第一类是参数法，即通

过设定一个生产函数（通常是 CD 生产函数），利用成本最小化方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 关于 TFP 的具体计算方法和应用，参考聂辉华和贾瑞雪（201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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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回归方法来估计产出弹性，然后通过 OLS 方法计算索洛残值

（Solow residual）。这类方法的优点是，方程设定比较简单，有非常

直观的经济学含义，但缺点是生产函数的设定未必符合现实，例如规

模报酬不变和产出弹性不变的假设可能过于苛刻。第二类是非参数

法，包括数据包络法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 Malmquist 指数法）和随机

边界法。这类方法的优点是，没有先验的生产函数设定，而是通过直

接利用线性规划技术对观察到的数据构造生产边界，然后将每个企业

与生产边界的距离作为效率，并且能够将 TFP 具体分解为配置效率、

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。但其缺陷也很明显，数据包络法没有考虑样本

的随机因素，而随机边界法又人为地设定了误差项的分布概率。更严

峻的质疑是，这一方法实际上假定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实现利润最大化

或者获得约束条件下的次优效率。16 第三类是半参数法，即将生产函

数估计和非参数估计结合起来的 OP 方法（Olley 和 Pakes，1996）。

该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同时解决 TFP 估计时常见的联立性和样本选择

问题17，当然其缺点与参数法类似。考虑到我们使用的样本是跨期 9

年（1999－2007 年）的全国企业层面的制造业数据，企业的进入和

退出比较频繁，而且企业之间异质性较大，因此样本选择问题是一个

非常严重的问题，不同企业的生产率对于企业持续的要素投入的影响

同样不可低估，因此最好选择 OP 方法。 

下面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 OP 方法的基本原理。不失一般性，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 甚至 Kumbhakar 和 Lovell（2003）都在他们那本关于随机边界方法的经典教材中坦

承了这点。 
17 在特定的函数形式下，随机边界方法也可以允许投入与技术效率相关，但无法解决样

本选择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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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生产函数为 CD 形式，即 l m k
it it it it itY L M Kβ β β=Ω ，其中 Y 表示产出，Ω表

示全要素生产率，L 表示劳动，M 表示中间投入，K 表示资本。两边

取自然对数，得到 

0it l it m it k it ity l m k uβ β β β= + + + +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A1) 

根据索洛残值法，方程（A1）中的常数项和误差项就是 TFP。但是，

这种估计会产生两个问题。第一是联立性问题，至少一部分 TFP 在

某个足够早的时刻会被企业感受到并影响企业的要素投入决策。这意

味着误差项与解释变量相关，此时简单的 OLS 估计是有偏的。第二

是样本选择问题。留在市场上的企业都是生产率更高的企业，而生产

率更低的企业会被淘汰，因此仅仅根据在位企业样本来估计 TFP，会

高估企业的 TFP。 

为了方便，不妨将误差项分解为两项： it it itu ω η= + ，其中ω 表示

全要素生产率，η表示真正的误差项或生产率冲击。假设资本积累按

照永续盘存法（perpetual inventory met）形成，即 1 (1 )t t tk k iδ+ = − + ，其

中 i表示投资，δ 表示折旧率。为了解决上述两个内生性问题，Olley

和 Pakes（1996）首先假定企业的投资决策是生产率、资本和中间投

入的函数，即 ( , , )t t t t ti i m kω= ，并将其代入方程（A1），得到 

( , , )it l it t it it it ity l i m kβ φ η= + +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A2) 

方程（A2）就是一个半参数回归方程，它解决了联立性问题。为

了解决样本选择问题，还需要估计一个企业生存概率方程： 

1 1 1 1 1 1 1Pr{ 1| ( , ), } { ( , ), } ( , , )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k m J k m i m k Pχ ω ρ ω ω ρ+ + + + + + += = = ≡   (A3) 

其中 J表示当期的全部信息。于是，第一步，运用四阶多项式估计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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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（A2），得到 lβ 和 tφ ；第二步，利用 probit 模型估计方程（A3），得

到 tP；第三步，联立方程（A2）和（A3），然后通过最小化残差平方

和得到 mβ 和 kβ ；最后，通过索洛残值法得到 TFP： 

    ˆ ˆ ˆexp( )OP
it it l it m it k itTFP y l m kβ β β= − − 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A4) 

OP 方法的实质是将投资作为生产率的工具变量。它假定投资和产

出之间存在严格单调的关系，这意味着投资为 0 的观测值都会被剔

除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Levinsohn 和 Petrin（2003）使用中间投入作

为生产率的代理变量。毕竟，中间投入为 0 的观测值比投资为 0 的更

少。但 LP 方法并未解决样本选择问题，而且有时会出现中间投入的

斜率为 1 的无效情况。考虑到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比

较普遍（平均每年超过 10%），即样本选择问题不可忽视，因此我们

将主要使用 OP 方法估计企业 TFP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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